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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新是缓解家庭抚育压力、释放劳动力市场潜力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普惠托育政

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3 年中国城市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

业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就业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

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普惠托育政策通过拓宽社会就业渠道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普惠托

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发生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研究为评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了证据，并有助于

厘清普惠托育政策从民生投入转化为经济红利的逻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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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关键转型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

施，发挥育儿补贴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为新时代人

口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提供了行动指南。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的总体框架下，普惠托育服务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家庭照护辅助手段，而是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

制度内涵——既是实现“幼有所育、幼有优育”的重要保障，也是缓解家庭抚育压力、补齐基本

公共服务短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一环。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然而，受制于复杂

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稳就业的基础尚不牢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 1%。在深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新的背景下，普惠托

育服务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还是促进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民生工程［1］。作为一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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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公共产品，普惠托育服务是指面向 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按照政府指导价格提供符合相关标

准和规范的公共性托育服务［2-3］。作为家庭抚育的社会机制延伸，普惠托育服务打破了单一家庭

抚育模式的掣肘，对于纾解家庭教育焦虑、降低抚育机会成本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等具有重要

意义［4］。

一、文献综述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常态和达到适度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集合。一

般而言，该体系涵盖休假制度、经济补贴和育儿服务等［5］。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生育支持政策

对就业的影响，但因国情、制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并未得出一致结论。第一，生育支持政策会

对就业水平产生负面冲击。例如，Schönberg和 Ludsteck［6］以德国产假覆盖范围扩大为准自然实

验研究发现，在产假覆盖范围扩大的短期时效内，女性劳动者产后就业率显著下降。Lalive等［7］

基于奥地利的数据研究发现，产后工作保护和现金福利导致女性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显著

推迟。Shen等［8］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中国的产假政策改革

使得女性劳动者工作时长平均每周减少 2. 6个小时。刘宏等［9］基于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

据调查项目研究发现，产假政策改革对企业整体雇佣规模无显著影响，但因性别歧视及成本转嫁

效应，企业会减少女性劳动者雇佣比例。第二，生育支持政策具有提升就业水平的作用。例如，

Albagli和Rau［10］基于智利的数据研究发现，产假制度的实施或产假时间的延长提高了女性劳动

者产后复工的概率。Kolasa［11］研究发现，欧洲的普惠儿童福利项目能够促使年轻父母更快地恢

复全职工作，从而提高劳动力供给水平。孙晓冬［12］基于通讯审计和配对设计的实验方案研究发

现，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显著提升雇主回应率，从而提升就业水平。第三，生育支持政策对就业水

平无显著影响或影响是非线性的。例如，Ziegler和Bamieh［13］采用断点回归研究发现，奥地利的

育儿假制度并未促进就业增长。Havnes和Mogstad［1］基于挪威分阶段扩大的补贴性儿童保育计划

研究发现，该计划挤占了非正式的儿童保育安排，其原因在于，儿童保育补贴存在巨大的净成本

和效率扭曲。于也雯和龚六堂［14］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发现，生育补贴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影

响存在阈值效应，即当生育补贴低于临界值时，社会总劳动供给增加，反之则减少。

现有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理论分析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需

求分析［15-16］，中国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数量、结构和质量不匹配的情况，应优化普

惠托育服务需求的层次结构，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关于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和托育模式的研究［15，17］，中国需要从财政支持、精准供给、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等方面优化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第三，关于普惠托育服务内涵和发展对策的研究［3］，普惠托育服务具有可利

用性、可适用性、可负担性、可接近性和可接受性五个特征，需要从政府监管、资源整合等方面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的发展。

现有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效应、就业效应和社会经济效应三个方

面。在生育效应方面，普惠托育服务对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普惠托

育服务具有正向的生育效应。例如，Mörk等［18］基于瑞典儿童保育改革计划研究发现，儿童保育

费用的降低能够显著提升总和生育率。陈梅等［4］基于 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采用

断点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公共托幼服务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杨凡和王铭铭［19］基于

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对普惠托育服务政策效应的正向预期能够显著提

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例如，程杰等［20］研究发现，发展托

育服务对提升总和生育率的效应并不明显。史毅和韩润霖［21］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托育服务为主

体的环境下，接受托育服务不仅不能提升女性再生育意愿，反而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就业

效应方面，普惠托育服务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提升就业水平。第一，普惠托育服务通过成本替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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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释放劳动力市场潜力，并通过政府补贴和限价机制降低市场化照护的相对价格，使购买专业照

护服务相较于家庭自我照护更具比较优势。Narazani 等［22］基于欧盟数据的微观模拟研究发现，

高可及性的普惠托育服务能显著降低家庭照护的机会成本，从而大幅增加女性的劳动力供给。第

二，普惠托育服务通过缓解时间冲突降低职业中断风险。普惠托育服务增强了工作与家庭的兼容

性，降低了因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风险，从而抑制了“母职惩罚”。曲玥等［23］研究发现，普惠

托育服务社会化能够有效填补家庭照护真空，使中国女性劳动者参与率提升 2—3个百分点。第

三，普惠托育服务通过优化家庭分工提升就业质量。普惠托育服务的介入打破了传统“男主外、

女主内”的刚性分工，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者的保留工资和提升职业稳定性。唐斌尧和孙艳

艳［24］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不仅提升了女性劳动者的就

业概率，还显著增加了其就业收入。在社会经济效应方面，景鹏等［25］研究发现，当生育支持结

构偏向公共托育服务时，生育支持力度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Havnes和Mogstad［2］基于挪威

的普惠托育计划，采用非线性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儿童成年后的代

际经济流动性，降低不同群体收入的不平等性。Ren［26］基于中国首次普惠托育政策改革，采用

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普惠托育政策具有缓解学龄前儿童体重不足、提升照护者健

康意识和学前教育入园率的作用。

现有关于普惠托育服务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研

究视角的局限。现有关于普惠托育服务就业效应的研究多聚焦于微观个体或家庭层面，主要考察

其对女性劳动者参与率、工作时长等指标的影响，鲜有文献从城市层面评估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

就业水平的影响。第二，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方面研究不足。现有文献对普惠托育影响城市就业

水平的作用机制探讨尚不充分，多关注个体层面的时间释放效应，而忽视了政策在宏观层面可能

引致的拓宽社会就业渠道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等结构性机制。同时，对于普惠托育政策的深层次

经济后果亦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第三，识别策略有待优化。现有文献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或

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然而，城市就业水平受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传统线性模型难以有效

处理高维控制变量带来的“维数诅咒”及潜在的非线性关系，可能导致因果推断的估计偏差［27］。
鉴于此，本文以普惠托育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3年中国城市数据，采用双重

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理解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证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普惠

托育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视角。针对现有文献多关注个体或家庭就业的微观视角，本文从城市层

面证实了普惠托育政策的稳就业效应。这有助于拓展普惠托育政策效应的评估维度，为理解其社

会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第二，本文深化了普惠托育政策影响城市就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和经济

后果分析。具体而言，在作用机制上，本文揭示了普惠托育政策通过拓宽社会就业渠道和促进人

力资本集聚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内在逻辑；在经济后果上，本文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稳就业效应能

够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有助于厘清普惠托育服务从民生投入转化为经

济红利的逻辑链条。第三，针对传统线性模型在处理复杂高维数据时的局限，本文采用双重机器

学习模型提升因果推断的稳健性。考虑到影响城市就业水平的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本文利用双

重机器学习模型在高维变量筛选和非参数估计上的优势，有效克服了传统线性模型可能存在的函

数形式误设和正则化偏差问题。

二、政策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策背景

中国普惠托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福祉

的国家战略响应。然而，当前中国 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仍存在结构性短板［15］。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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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11］，加之传统家庭伦理的哺育模式，极易损害劳

动者职场连续性并加速人力资本折旧，成为阻碍劳动者职业发展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13］。另

一方面，市场化的托育服务往往价格高昂，导致普通家庭的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不足。普惠性的

公共托育服务长期供需失衡，导致多层次、多样化的婴幼儿托育需求未被有效满足。为破解上述

困局，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

提出“政策引导，普惠优先”的发展方向，强调“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2019
年之前，社会对托育的关注度较低，托育机构数量增长较为缓慢，而在 2019年之后，二者均呈

上升趋势，且增幅较大。基于此，本文从政府和市场反应角度切入，选取 2019年作为政策冲击

的起始年份。

“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大力支持和发展托育服务。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

情况的报告》，在财政补助方面，2021—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 49. 1亿元支持 130个县级

以上托育综合服务中心、62个公办托育机构和 12万多个普惠托位建设。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教育部增设婴幼儿托育相关专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保育师、育婴员、婴幼儿发展引导

员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在服务供给方面，截至 2023年底，托育服务全职从业人员约 112. 4万

人，其中保育人员约 56. 6 万人，占比 50. 4%。截至 2024 年底，全国托位数已上升至千人口

4. 08个。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⒈普惠托育政策的稳就业效应

从供给端来看，传统的单一家庭育儿模式，尤其是对 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极易导致育龄

劳动者被迫中断职业生涯或减少劳动供给［1］。而普惠托育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提供社会化、专

业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重塑家庭与市场的分工边界。一方面，普惠托育政策有利于降低家庭的

育儿时间成本，减轻其心理负担，使得原本被家庭照护责任束缚的潜在劳动力得以释放，并重新

进入劳动力市场［23］。另一方面，普惠托育政策还有效降低了因抚育而导致的职业中断风险［13］。
家庭的育儿负担通过社会共担机制得以减轻，原先因抚育责任而被抑制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将得以

释放，并重返或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而提升城市就业水平。从需求端来看，普惠托育政策本身

催生且壮大了一个新兴的服务产业——托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推行直接助推了托育机构的设立和

扩张，这不仅创造了直接就业岗位（如保育师、育婴员等）［3］，还带动了与托育服务相关的上下

游产业链（如儿童食品、健康管理等）的发展，间接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28］。因此，普惠托育

政策通过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为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强劲动力。综上所述，普惠托育政

策通过释放供给与创造需求的双重渠道共同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从而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假说1：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就业水平。

⒉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机制

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拓宽社会就业渠道，从而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普惠托育政策通过“孵化市

场主体—激发创业活力—产生乘数效应”的传导链条实现稳就业效应。首先，普惠托育政策能够

引致托育服务供给扩容。普惠托育政策具有明确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引导特征［3，29］。政府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购买服务等方式直接助推了托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托育机构

及相关上下游企业（如早教研发、母婴用品制造等）。这种产业扩张直接体现为城市新注册市场

主体数量的增加，即从供给端拓宽了社会就业渠道［28］。其次，普惠托育政策能够降低创业隐性

成本，激发全社会创业活力。创业是带动就业的倍增器，但育儿负担常被视为抑制个体将创业意

愿转化为行动的关键约束。普惠托育服务的可及性有效解除了潜在创业者的家庭后顾之忧，并降

低了时间机会成本，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识别市场机会、筹备及运营新企业等活动中。这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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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盘活潜在劳动力存量，特别是释放那些因家庭照护责任而无法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提升城市创

业活跃度。最后，根据就业乘数理论，无论是托育产业链的延伸还是创业活动的增加，都会产生

显著的就业乘数效应［28］。一方面，新创企业从自我雇佣转向雇佣他人，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普惠托育服务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从业人员收入的增加会进一步增加对本地

非贸易部门（如餐饮、零售、居民服务等）的消费需求，从而间接创造更多服务业岗位，最终实

现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假说2a：普惠托育政策通过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提升城市就业水平。

普惠托育政策能够促进人力资本集聚，从而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普惠托育政策通过“减少职

业中断—增强城市软实力—发挥知识溢出效应”的传导链条实现稳就业效应。首先，普惠托育政

策能够减少高技能劳动者的职业中断与流失。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高技能劳动者因职业中断所面

临的人力资本折旧和收入损失更大。普惠托育服务通过提供可及、可信赖的专业化照护有效缓解

高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降低了因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从而稳定并盘活了

本地存量人力资本［11］。其次，普惠托育政策能够增强城市软实力，吸纳外部增量人才。在人口

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等软环境已成为影响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关键因素［30］。
完善的普惠托育政策体系向外界传递出该城市宜居、友好且重视家庭发展的积极信号，显著增强

了城市对外部年轻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了人力资本的迁入和集聚。最后，根据人力资本外

部性理论，普惠托育服务通过知识溢出和技能互补提升就业吸纳能力。城市层面的人力资本集聚

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31］。一方面，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和

产业结构升级，催生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者与中低技

能劳动者之间存在技能互补性，高端产业的扩张会衍生出对辅助性岗位的巨大需求，从而在提升

就业质量的同时扩大就业容量，为城市就业增长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动力。据此，本文提出如

下研究假说：

假说假说2b：普惠托育政策通过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升城市就业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就业水平（labor），参考王锋和葛星［32］的做法，用城市在岗职工

平均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

⒉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普惠托育政策（DID），用普惠托育政策强度（basenum）与普惠托育政策

时间（post）的交互项衡量。具体而言，对于普惠托育政策强度，参考Ren［26］的做法，用城市年

新增托育机构数量衡量城市普惠托育水平，①并用该指标的事前均值对普惠托育政策强度变量进

行刻画。考虑到普惠托育服务的承载和落地多是托育机构，因而在政策实施后，新增托育机构数

量越多的城市所受到的政策冲击越强。对于普惠托育政策时间，当城市所处年份为 2019年及之

后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⒊机制变量

①     中国普惠托育体系建设鼓励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市场化机构转化为普惠托育服务提供
者。因此，在政策冲击下，托育机构并非仅指公办机构，大量的民营机构在标准规范引导下，也成为了普惠
托育服务的重要载体。此外，根据大数定律，本文可以合理假设各城市年新增托育机构的平均规模在统计上
是相对稳定的。只要城市间机构分布没有系统性偏差，用新增托育机构数量衡量城市普惠托育水平不会导致
严重估计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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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业渠道 （entry），用城市新注册登记工商企业数的自然对数衡量；人力资本集聚

（humcap），参考储德银等［33］的做法，用城市所在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

⒋控制变量

参考向雪风和牛耕［34］的做法，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城市

生产总值衡量；产业结构（indstr），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城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人口规模

（pop），用户籍人口数衡量；政府财政收入（govrev），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衡量；政府财

政支出（govexp），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衡量；职工平均工资（wage），用年度职工平均工

资衡量；消费水平（consume），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用城市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此外，本文对上述所有连续控制变量取

自然对数。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原因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避免函数形式误设。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作为非参数方法，避免了

传统线性模型中预设的线性函数关系，减少了因模型设定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双重机器

学习模型具有处理高维变量的能力。本文被解释变量（城市就业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双重机

器学习模型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动筛选变量，减少了传统线性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是

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具有双重稳健性，可以控制遗漏变量偏差。通过结合双重稳健分数与数据驱动

的变量选择，即使部分模型设定错误，仍能保证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同时，双阶段变量选择可

以显著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有偏估计。四是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兼容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双重机器

学习框架可以整合套索回归、弹性网络和Ridge回归等，以适应不同数据结构和研究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Chernozhukov等［27］的做法，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有效刻画变量

间的因果关系，通过两阶段建模分离冗余参数和核心参数，最终实现无偏估计。双重机器学习的

第一阶段冗余参数估计如下：

laborit = θ0 DIDit + g ( Xit ) + Uit （1）
E(Uit|DIDit, Xit ) = 0 （2）
其中，i和 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laborit 为城市 i在 t年的就业水平，DIDit 为普惠托育政策，θ0

为政策对应的处置系数，Xit 为高维控制变量集合，本文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得到其估计 ĝ ( Xit )，Uit

为随机误差项，其条件均值为0。
若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对上述模型中的 g ( Xit )直接求解，则此时得到的估计系数 θ̂0 为正则化估

计量，有限样本下有偏。因此，本文第二阶段的核心参数估计如下：

DIDit = m ( Xit ) + Vit （3）
E (Vit|Xit ) = 0 （4）
其中，函数形式m ( Xit )未知，Vit 为随机误差项，其条件均值为 0。因此，本文采用机器学习

算法估计 m̂ ( Xit )，并以此构建残差估计 V̂it = DIDit - m̂ ( Xit )，然后采用同样算法估计基准回归中的

ĝ ( Xit )，获得 laborit - ĝ ( Xit ) = θ0 DIDit + Uit，并将 V̂it 看作 DIDit 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获得无

偏的系数估计量如下：

θ̂0 = ( 1
n ∑

i ∈ I, t ∈ T

V̂it DIDit )-1 1
n ∑

i ∈ I, t ∈ T

V̂it [ laborit - ĝ ( Xit ) ] （5）
其中，n为样本城市个数，I为样本城市的集合，T为样本年份集合。此时，θ̂0 的收敛速度将

取决于 ĝ ( Xit )、m̂ ( Xit )向 g ( Xit )、m ( Xit )的收敛速度。两次机器学习估计不仅有利于排除处置变量

DIDit 中由混淆变量集合Xit 导致的影响，还能加快 θ̂0 的收敛速度，进而获得有限样本下的准确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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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另外，本文在回归中采用五折交叉验证，以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年新增托育机构数量来源于

企查查企业信息平台。在企查查企业信息平台中针对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进行高级搜索，将上述

任一属性中含有“托育”关键词的企业视为托育企业。本文数据处理过程如下：对部分缺失数据

进行线性插补，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最终，本文

得到4 146个城市—年份观测值。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在回归中，本文引入了控制变

量、控制变量二次项、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选择

套索回归、弹性网络、Ridge回归、支持向量机和神经网络五种算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2
列（1）—列（5）所示。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算法，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本文假说 1得到验证。为方便起见，

后文分析中均选择可解释性较强的套索回归算法进行回归。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城市就业水平

普惠托育政策

普惠托育政策强度

普惠托育政策时间

社会就业渠道

人力资本集聚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政府财政收入

政府财政支出

职工平均工资

消费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符 号

labor

DID

basenum

post

entry

humcap

pgdp

indstr

pop

govrev

govexp

wage

consume

finance

样本量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4 131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4 146

均 值

3. 4789
2. 2461
6. 2890
0. 3570

10. 2768
9. 1531

10. 7530
42. 4931
5. 8391

13. 9367
14. 9087
11. 0031
15. 5521
1. 1020

标准差

0. 8575
7. 3074

11. 1392
0. 4792
0. 9164
0. 7594
0. 6066

10. 2400
0. 7419
1. 1080
0. 7729
0. 4202
1. 1179
0. 6991

最小值

1. 3863
0
0
0

5. 3033
4. 6658
9. 1037

16. 7900
3. 5835

11. 3310
13. 0921
10. 0730
12. 7596
0. 1322

中位数

3. 4340
0

2. 7778
0

10. 2448
9. 2165

10. 7593
42. 4400
5. 9242

13. 8629
14. 8655
11. 0268
15. 5510
0. 9202

最大值

5. 9480
105. 6667
105. 6667

1
13. 0258
12. 7009
12. 0909
71. 9800
7. 2277

17. 0144
17. 4263
11. 9177
18. 3165
12. 8171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DID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二次项

城市/年份FE
样本量

（1）
套索回归

0. 0017***
（0. 0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2）
弹性网络

0. 0018***
（0. 0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3）
Ridge回归

0. 0037***
（0.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4）
支持向量机

0. 0047***
（0. 0006）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5）
神经网络

0. 0095***
（0. 0014）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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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①

⒈强度双重差分法

参考Nunn和Qian［35］的做法，本文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模型设置如下：

laborit = β0 + β1intensityi × postt + β2Controlit + μi + λt + εit （6）
其中，intensityi 为城市 i在政策试点前平均每年新增托育机构数量，postt 为普惠托育政策时

间，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和λt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系数β1衡量了普惠托育政策效应。其他变量与式（1）中含义一致。

强度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如表 3列（1）和列（2）所示。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

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即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就业水平，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

果具有稳健性。

进一步地，本文对强度双重差分回归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如图 1所示。政策实施前各期的系数估计值置信区间均包含 0，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

前无系统性差异。在安慰剂检验中，参考Liu和Lu［36］的做法，本文采用非参数置换检验，以排

除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具体而言，本文先将普惠托育政策强度变量随机打乱，与普

惠托育政策时间变量相乘后得到新的解释变量，并重新进行回归，再对上述步骤重复 500次，以

增强结论的可信度。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虚拟政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集中在 0附近，且

大部分估计值的P值不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⒉工具变量法

结合普惠托育政策的“爱幼”特征，本文选择儒家文化 （IV） 作为工具变量。参考张峻

等［37］的做法，本文用各城市儒家书院数量与普惠托育政策时间的交互项衡量儒家文化。首先，

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和代际责任，各城市儒家书院数量代表城市对“爱幼”思想的认可度，拥

有更多儒家书院的城市具备更深厚的“爱幼”文化基础，使得普惠托育政策在这些地区的实施效

果更显著，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其次，各城市儒家书院数量主要由历史因素（如古

代儒学传播、地方教育传统）决定，与现代城市的就业水平、经济结构等变量的直接关联性较

弱，具备较强的外生性，直接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可能性较弱。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回归，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表3列（3）结果显示，儒家文化的回

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儒家文化与普惠托育政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表 3列（4）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

①      本文虽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剥离城市固有差异、滞后一期政策强度进行内生性处理，但仍难
以完全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不足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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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周德水，许昆 .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新是否具有稳就业效应——来自普惠托育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⒊剥离城市固有差异

由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资源环境和地理位置等存在差异，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引入城

市基准特征（包括是否为省会城市、是否是经济特区和是否位于胡焕庸线东侧三个虚拟变量）与

时间线性趋势的交互项，以剥离城市固有差异引致的估计偏误，回归结果如表 3列（5）所示。

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

健性。

⒋滞后一期政策强度

为进一步排除反向因果干扰，本文用滞后一期的普惠托育政策强度（L. basenum）进行回归。

其逻辑在于，当期的城市就业水平虽然可能影响当期的托育资源投入，但很难影响上一期的普惠

托育政策强度；而上一期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通过持续的运营，可以对当期的城市就业水平产生

累积效应。因此，将普惠托育政策强度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这一处理有效缓解了双向因果导

致的估计偏误，回归结果如表 3列（6）所示。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①

⒈更换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首先，本文用每万人新增托育机构数量（basenum1）衡量普惠托育政策强度，以消除城市人

口规模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其次，本文分别用“事前一年法”“当期上年差值法”衡量普惠

托育政策强度（basenum2和 basenum3）。其中，“事前一年法”即用试点前一年（2018年）城市

新增托育机构数衡量普惠托育政策强度；“当期上年差值法”即用 2019年城市新增托育机构数量

与 2018年的差值衡量普惠托育政策强度。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⒉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参考向雪风和牛耕［34］的做法，本文用产业人员就业规模（labor1）衡量城市就业水平，并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 量

intensity × post

DID

IV

L. basenum × post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二次项

城市/年份FE
Kleibergen‑Paap rk LM
Cragg‑Donald Wald F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样本量

（1）
强度双重差分法

0. 0036***
（0. 0004）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4 146

（2）

0. 0021***
（0. 0003）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4 146

（3）
工具变量法

2. 4944***
（0. 0454）

控制

控制

控制

1 022. 2410***

3 831. 5250
3 021. 8940

4 146

（4）

0. 0036***
（0. 0014）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5）
剥离城市
固有差异

0. 0017***
（0. 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6

（6）
滞后一期
政策强度

0. 0018***
（0. 0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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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基准回归

结果具有稳健性。

⒊重设模型参数

为确保估计结果不受双重机器学习参数设定的偶然性影响，本文将样本分割数分别设置为

2、10，进行 101次重复抽样，并取估计值的中位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

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⒋排除其他因素或政策的干扰

考虑到样本期内省份或城市层面实施的诸多其他政策可能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估

计结果有偏。因此，本文通过以下方法排除相关因素或政策的干扰。首先，在回归中控制省份—

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以排除那些随省份和时间变化而对城市就业水平产生影响的系统性因素的干

扰。其次，在回归中控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以排除创新政策的影响。再次，在回

归中控制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密度，以排除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机器换人”对城市就业水

平影响的干扰。最后，在回归中控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以排除电

子商务发展的影响，试点城市名单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

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1.社会就业渠道

对于社会就业渠道机制，考虑到其代理变量（城市新注册登记工商企业数）为城市层面的连

续变量，且理论上受普惠托育政策的直接影响，本文将社会就业渠道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双重

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回归，以验证其作用机制。从托育服务产业发展来看，普惠托育政策的实施能

有效增加托育机构的岗位供给，对劳动力市场而言，这将提升教育和服务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社会就业渠道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4列（1）所示。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即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拓宽社会就业渠道，为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此

外，为对该作用机制予以补充，本文用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entry1）和城市教育业从业人

数（entry2）衡量社会就业渠道，回归结果如表 4列（2）和列（3）所示。结果显示，普惠托育

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普惠托育政策通过拓宽社会就业

渠道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本文假说2a得到验证。

2.人力资本集聚

对于人力资本集聚机制，考虑到其代理变量（城市所在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省级层面变

量，若将其直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因数据层级错配而导致估计偏差。因此，本文采

取分组检验的策略，通过考察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来间接验证该作用机

制。①具体而言，本文根据城市所在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人力资本城市

和低人力资本城市两组，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列（4）和列（5）所示。结果显示，在高

人力资本城市中，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在低人力资本城市中，

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发生

在高人力资本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通过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和更高的产业匹配能力强化了政策

的就业吸纳效应，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集聚作为关键作用机制的合理性，本文假说 2b 得到

①     本文采用省级数据进行分组检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颗粒度的粗糙可能导致聚合偏差，即忽略了省内不
同城市间的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该结果更多揭示了人力资本作为“环境要素”对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因
此，本文对该作用机制的解释侧重于人力资本集聚提供的有效支撑而非单纯的数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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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1.地理区位异质性

中国区域发展存在客观不平衡的现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

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三组，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列（1）—列（3）所示。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在西部地区，普惠托育政策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发生在东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拥有更雄厚的财政实力和更完善的托育服务供

给体系，这使其能够有效释放劳动力市场潜力，缓解劳动力错配。

2.公共治理水平异质性

公共治理水平会影响普惠托育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在推进普惠托育

政策时，更倾向于采取严格且有效的措施来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此外，公共部门在促就业活动

中的角色亦不可忽视，其不仅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还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营造良好

的就业环境［29］。鉴于此，本文认为，普惠托育政策对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

可能更显著。参考向雪风和牛耕［34］的做法，本文用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发布的 2021年城市

治理与公共服务指数衡量城市层面的公共治理水平。该指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能够全

面反映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其数值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水平越高。根据该指数的

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分为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和低公共治理水平城市两组，并进行回归，回归结

果如表 5列（4）和列（5）所示。结果显示，在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中，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

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在低公共治理水平城市中，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

显著。这表明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发生在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DID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二次项

城市/年份FE
样本量

（1）
城市新注册登记

工商企业数
0. 0015**

（0.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31

（2）
城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

0. 0012**
（0. 0006）

控制

控制

控制

4 141

（3）
城市教育业
从业人数
0. 0015***

（0. 0005）
控制

控制

控制

2 894

（4）
高人力资本

城市
0. 0022***

（0. 0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2 076

（5）
低人力资本

城市
0. 0007

（0. 0017）
控制

控制

控制

2 070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DID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二次项

城市/年份FE
样本量

（1）
东部地区

0. 0022***
（0. 0005）

控制

控制

控制

1 428

（2）
中部地区

0. 0079***
（0. 0016）

控制

控制

控制

1 387

（3）
西部地区

0. 0003
（0. 0006）

控制

控制

控制

1 331

（4）
高公共治理水平

城市
0. 0025***

（0. 0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2 736

（5）
低公共治理水平

城市
0. 0004

（0. 0005）
控制

控制

控制

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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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后果分析

前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就业水平。这种由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新

所产生的稳就业效应，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红利？因此，本文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

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维度，检验普惠托育政策的深层次经济后果。第一，就业增长从供需两端为经

济发展注入动能。从需求端来看，较大规模的就业人口意味着居民总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

升，从而有效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需求端支撑。从供给端来看，劳动是生产活动的

基本要素，就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高技能劳动者重返职场和空间集聚，直接增加了劳动力供

给，并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11］。第二，就业增长通过结构性

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普惠托育服务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结构性扩张，催生出托育

服务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链中的岗位需求［28］。普惠托育政策使因育儿负担而暂时离开职场的高技

能劳动者获得“照护喘息”，有助于其重新进入或转向金融、科技、教育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从

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为检验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参

考李勇刚和罗海艳［38］的做法，前者用城市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后者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经济后果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表6列（1）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

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托育政策可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能够

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表 6列（2）结果显示，普惠托育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托育政策可以释放和吸引劳动力，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经济重心向服务

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普惠托育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催化剂，这对于在人口转型背景下寻求新的增长动能、推动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普惠托育不仅是破解家庭难题的民生工程，也是社会共担育儿责任的文明体现。本文以普惠

托育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3年中国城市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

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就

业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普惠

托育政策通过拓宽社会就业渠道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升城市就业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普惠托育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发生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高公共治理水平城市。经

济后果分析结果表明，普惠托育政策能够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表6　经济后果分析结果

变 量

DID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二次项

城市/年份FE
样本量

（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1. 1223***
（0. 1646）

控制

控制

控制

4 035

（2）
产业结构升级

2. 5650***
（0. 6080）

控制

控制

控制

3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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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其一，强化顶层设计，推动普惠托育政策与稳就业政策体系的深度协同。本文证实了普惠托

育政策具有显著的稳就业效应。因此，应改变仅将托育视为“家庭减负”手段的单一视角，将其

作为生育保障的重要配套措施。政府在制定稳就业一揽子政策时，应将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纳入公

共服务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在普惠托育服务建设中的财政事权。应打好“托育+就业”的政策

组合拳，切实缓解家庭抚育压力、释放劳动力市场潜力。

其二，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激发普惠托育服务产业的市场活力，提升岗位吸纳能力。政策制

定应着眼于培育壮大托育服务市场主体，通过税收减免、场地支持和普惠金融等激励措施降低社

会力量进入托育服务领域的门槛，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托育机构发展。重点引导托育服务向专

业化、连锁化方向升级，进而直接创造更多保育、管理、健康照护等就业岗位，发挥托育产业的

“就业蓄水池”功能。

其三，坚持人才导向，构建托育引才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应将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作

为吸引高素质人才、优化营商环境的“软基建”。一方面，在高人力资本集聚区和产业园区优先

布局高品质托育设施，以服务留人。另一方面，针对重返职场的劳动力，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

培训与就业辅导，提升其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

其四，实施区域协调与分类指导，强化薄弱地区的要素保障，补齐西部地区治理短板，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政策资源应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西部地区，建议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设立普惠托育专项补助基金，解决“有需求、无供给”的矛盾。对于低公共治理水平城市，应着

力推进托育服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与服务监管水平，确保普惠

托育政策能够真正落地见效，转化为实在的就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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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novation in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Systems Have the Stabilizing 
Employment Effec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Universal Childcare Policy

ZHOU Deshui1, XU Kun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ummary：Currently, China is in a cr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new normal i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n family upbringing 
and achieving “infant care for all” but also a key link in releasing the constraints on labor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childcare polic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levels,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cientificall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innovation.

This paper regards the inclusive childcare policy implemented in 2019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Given the 
numerous and complex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 employment, traditional linear models are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handle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caused by high‑dimensional control variables and model specification erro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ual machine learning model for causal inference. This model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 high‑dimensional variable selec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effectively overcoming regularization bias 
and improv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adopts the intens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clusive childcare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urban employment level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inclusive childcare policy 
achieves the effect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by expanding social employment channels and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human capit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of inclusive childcare polici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and cities with higher public governance levels. Further economic 
consequenc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effect of inclusive childcare policies can effectively 
transform into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promote the deep synergy of inclusive childcare and 
employment stability policy systems; focus on channel expansion to stimulate the market vitality of the childcare industry; 
adhere to the talent orientation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using high‑quality childcare services to gather 
human capital;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to focus on filling the shortcomings of weak governance in the west 
and grassroots areas, thereby fully releasing the institutional benefits of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innovation.
Key words：universal childcare policy； urban employment； social employment channels；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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